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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田　刚

摘　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

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

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

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

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

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

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

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

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

态度。

关键词：毛泽东；鲁迅；“五四启蒙主义”；文艺与政治；文化霸权

毛泽东与鲁迅，一个是２０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一个是２０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精神偶像。
研究二者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现代的政教关系，不仅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更
是关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敏感性话题。多年以来，鲁迅与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体之
两面。研究者多是在毛泽东“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这句话指引下，探讨的是毛泽东与鲁迅“相通”
或“相同”的一面，证明的是二者的一致性。但自２００１年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抛出著
名的“毛罗对话”之后，使上述结论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
通的，那为什么还要把“鲁迅”关进牢房呢？或者是，在精神价值上如果毛泽东与鲁迅存在着根本的
冲突，那为什么还要封鲁迅为“新文化的旗手”，并让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这也就
是说，毛泽东与鲁迅，这两个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巨人，在精神价值上存在着复杂和吊诡的历史联
系。如何解释这一思想和历史的纠结并弄清这一纠结所产生的精神或历史的缘由，将是本文的主要
目的所在。

一、毛泽东与鲁迅的三次“神交”

在鲁迅研究史上，毛泽东的“鲁迅论”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知道，正是在毛泽东那里，鲁
迅才开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并且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此之前甚至之后，再
没有比之更高的评价了。很难设想，假如没有毛泽东，２０世纪的鲁迅研究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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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两位在２０世纪政教两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却没有一面之缘。他们之间的“接触”或“对
话”，基本上是一种“神交”。据现有的资料记载，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确立鲁迅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
手”之前，曾经有三次接触并“神交”鲁迅的机缘：
第一次是在“五四”时期。关于毛泽东与鲁迅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是《周作人日记》。１９２０

年４月７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毛泽东君来访”的记录①。是时，毛泽东刚刚起草完在岳麓山一带
建设“半耕半读”的新村的计划书，并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出版的《湖南教
育》月刊，趁第二次赴北京之机，拜访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当时周作人与其长兄周树人
（鲁迅）刚刚从绍兴会馆搬至八道湾十一号新宅不久。那么，毛泽东在拜访周作人时，鲁迅是否也在
场呢？查１９２０年４月７日《鲁迅日记》，仅云：“晴。午后会议”，并无毛、鲁会面的记录。后来在瑞金
时期，毛泽东还不无遗憾地告诉冯雪峰：“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
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②１９５４年，负责审阅《鲁迅全集》注释的胡乔木曾就毛泽东与鲁迅是否
会过面一事，面询过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断然回答说：他早年在北京，是会过不少名人的，见过陈独
秀，见过胡适，见过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③。尽管有人也曾就周作人的这点记载，煞有介事地编造
出了“鲁毛会面”的佳话，但其证据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④。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鲁迅并没有见过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周氏兄弟”齐名，毛泽东为什么要去拜访周作人，而不去拜访他后来高度推

崇的鲁迅呢？这应该与毛泽东早期所热衷的“乌托邦”理想有关。早在１９１８年６月，毛刚从第一师
范毕业时，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地方建立“新村”，试验新生活。后来又为建
设“新村”起草过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他在序言中
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按：即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
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按：指

１９１９年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
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当
时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
人平等”的新社会生活。“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
生活矣。”⑤这种半工半读、自由研究学术的“工读同志会”的理想，在１９１８年８月未去北京之前，曾写
信告诉蔡和森，因此蔡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４日的回信表示赞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
得耳。”⑥由此可见，毛泽东趁第二次进京之机专门拜访周作人，一定是想从这位中国现代“新村”运动
的倡导者那里得到对于“新村”的更深理解和更多支持。因为周作人不但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理论
倡导者，而且还曾对由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向日所建立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进行
过实地考察。周作人对于“新村”的理论倡导，在当时即得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
钊、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人的响应。在北大，李大钊还与周作人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其“募
款启事与简章”宣称，其宗旨在于“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毛泽东
等人设计的岳麓山“新村”计划，也是当时“新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在得到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赞同的同时，却在

其胞兄鲁迅那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甚至反对。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鲁迅认为周作人宣称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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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文章，“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①。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鲁迅更借主人公之口，
提出了自己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
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②鲁迅显然不
满于周作人们对于乌托邦理想的过分沉溺，他是一直主张立足于现实的更切实的战斗的。他曾在给
许广平的信中，披露过此中的深在缘由：“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
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这里鲁迅虽是说给许广平的，但实际上宣示出的乃是自己与
周作人、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思想上根本的歧异之处：周作人等所倡导和渲染的“新村”，是一种历史
的“黄金时代”或社会的“乌托邦”。他们反抗现实，是为了实现“理想”。而鲁迅反抗现实，则是为反
抗而反抗———鲁迅对于“黄金世界”或“乌托邦”的实现，是持质疑或不相信的态度的。鲁迅这种“反
抗绝望”的思想或精神特质，在毛泽东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革命者看来，显然是偏于消极和颓唐，当
然也是不可取的：不为理想而奋斗，不去再造一个“新世界”，仅仅是为了“捣乱”或反抗，这种思想和
无政府主义又有什么差别？难怪鲁迅在同一封信中紧接着又露出了自己思想的血肉：“其实，我的意
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
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
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③这里，“个人的无治主义”就是“无政府
主义”的又一称呼。这样一个在“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之间徘徊的鲁迅，能是怀
着重整河山之鸿鹄大志的青年毛泽东所心仪的对象吗？

毛泽东与鲁迅的第二次“接触”是在瑞金时期。这时，是１９３３年底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冯雪峰因叛
徒出卖险遭毒手，已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而毛泽东已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的“赣南会议”和１９３２
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心情抑郁，为了避免牵连而有
意回避别人，但听说冯雪峰是从鲁迅身边来的，破例主动找其攀谈。对此，冯雪峰回忆道：

　　一九三三年底，我到瑞金中央苏区去之后，常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受王明路线排斥，
不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时间比较多。有时他约我到他那里，有时他自己踱到我的住处来。
有几次他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主席早就知道鲁迅，他曾遗憾地跟我讲
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我当时曾告诉他，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

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
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一九三三年末，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党校校长是张闻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几位

中央领导闲谈，谈到一些干部的人选，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有人反映苏区教育部门的工作
有点事务主义，张闻天想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问我他能不能来。我说他是党员，让他来一
定会来的。后来由我起草了电报拍到上海，秋白就服从党的决定到苏区来了。议论中，博古认
为也可以让鲁迅来担任这个职务，说鲁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经验。后来我向毛主席讲起，毛主席
是反对这种意见的，他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我还曾告诉过毛主席，鲁迅读到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了，

又是开怀大笑。④

冯雪峰还回忆说：“有时中央党校杀了猪，雪峰就请毛泽东同志来会餐，有时发了津贴两人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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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下小馆。两个人一起散步交谈不下数十次。他们畅谈文学，畅谈诗歌，畅谈上海文艺界的话动，畅
谈共产党员的文化人和进步作家反对反动派残酷野蛮屠杀和压迫的英勇斗争。”①而这些谈话，总是
围绕着鲁迅的革命活动而展开的，对鲁迅先生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朋友以及生活习惯等
等，毛泽东同志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还告诉冯雪峰：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
记》、《阿Ｑ正传》都读过。阿Ｑ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
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理论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Ｑ身上
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Ｑ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
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Ｑ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②。

通过冯雪峰，瑞金时期的毛泽东开始了解和认识了鲁迅———尤其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价值和
作用。

但毛泽东真正深入地理解鲁迅，还是在党中央进驻陕北以后。１９３６年４月，冯雪峰接受党中央
委派去上海前夕和１９３７年２月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和他长谈。在黄土窑
洞中，在油灯下，毛泽东和雪峰长谈了十多个夜晚③。他们回忆长征，谈“双十二”事变，谈中国革命的
形势，也谈到鲁迅的追悼会，谈到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斗争和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等等。毛泽东
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还谈到关于鲁迅和鲁迅作
品的一些评论。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关注鲁迅，是因为在此期间，正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著
作之时。１９３７年１月，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他在设在此地的陕西第四中学图书室发现有鲁迅的书，如
获至宝。他借了几本，读后再借，先后三次借阅。最后，他读了这里所有的鲁迅选本和单行本④。后
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阅读体验时，曾这样讲过：“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
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⑤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２日，他曾回信时任抗日
军政大学主任教员的哲学家艾思奇，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
都不见了。”⑥其实，这时所谓的《鲁迅全集》还没有出版，但由此可以说明毛泽东还是非常渴望系统地
阅读鲁迅的。１９３８年６月，由上海复社出版的２０卷本的普通版《鲁迅全集》开始发行。在此之前，早
在５月份时，周恩来已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延安预定了《鲁迅全集》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各十套
（后来送到延安时实际上各为八套）。这年８月，《鲁迅全集》又特印了２００套编号发行的布面精装
“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这其中的５８号就是送给毛泽东的，从此，毛泽东才
真正拥有了《鲁迅全集》。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摄影图片，图片
中，办公桌上放着３卷厚厚的《鲁迅全集》，书脊上的书名字迹依稀可辨。

那么，通过对“鲁迅”的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毛泽东从其中读出了什么呢？

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现存的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谈论鲁迅的有关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他与前往延安访问的美国

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在谈话中，针对“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后所形成的政治局面被某些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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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夏熊：《冯雪峰传略》，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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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幼稚病”的人所指责的现象，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Ｑ精神的人，却
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按：即在“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的谈判）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

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Ｑ的人，这个阿Ｑ，在任何时候他
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Ｑ这类人物的。”①但毛泽东
在这里只是拿阿Ｑ做比喻，以增加谈话的丰富性和形象性而已，对鲁迅及其作品并无实质性的涉及。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鲁迅进行了
全面的评价。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孔
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可以说是给予鲁迅最高的“谥号”！还有能比
“圣人”更高的溢美之词吗？问题在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给鲁迅如此高的评价呢？主要还是看中了鲁
迅之于“中国革命”的价值：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
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
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
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这里是从政治革命的视角，来论述“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的：“因为他是一个民
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但仅仅做一个“急先锋”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在思
想上“入党”。紧接着，毛泽东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定义，就让鲁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成为
“党的鲁迅”了。而为了证明鲁迅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身份，毛泽东随即又列举出了鲁迅的“三大
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最后他总结说：“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
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
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②

其实，毛泽东是完全按照一个“革命家”的标准来总结“鲁迅精神”，塑像鲁迅的“红色战神”形象
的。尽管“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确实是鲁迅精神中的重要元素，但鲁迅思想和精
神中更为核心的成分，也就是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所总结的“鲁迅的真精神”的四大元素，即“立人为
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③，毛泽东却无一提及。这里的问题倒不在于非要辨析出
谁总结的“鲁迅精神”更逼真，笔者只想说明的是，上述毛泽东的“鲁迅论”只是从革命家或政治家的
视角，而不是从一个启蒙思想家的视角（周海婴心目中的“真鲁迅”）来看待鲁迅的。但仅仅从革命或
政治的视角来看待鲁迅，显然离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即周海婴所谓的“鲁迅的真精
神”相去还有一段距离。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仍然沿着上述《论鲁迅》的思路继续前进，进一
步丰富他更为宏大的“鲁迅论”。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三篇文献：

第一篇文献是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８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一开场就以徐
志摩为例批驳了所谓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并认为“艺术至上主义者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接
着，又以鲁迅为例谈到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现在为了共同（的）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
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
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
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④

０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７９页。

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１１页。

周海婴：《鲁迅究竟是谁？》，《语文新圃》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１２期。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１５－１６页。



毛泽东这里所引用的鲁迅的话，来自鲁迅在１９３６年“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答徐
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该文中，鲁迅的原话是：“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
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①

这也就是说，艺术家完全可以在“抗日”的大旗下结成“统一战线”。这一点，即政治层面上的“统一战
线”问题，毛泽东的论述与鲁迅是一致的。
但问题在于，艺术家在政治上结成“统一战线”之后，在艺术上是否也需要一个“统一战线”呢？

在后一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的理解完全不一样。鲁迅对于所谓的“统一战线”的理解，主要还是
政治层面上的。他在“两个口号”问题上与周扬等人的分歧，就是由此而起的。周扬把“国防”与“文
学”等量齐观，视为一种“同一”的关系，他甚至把“国防文学”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认为“国防的主题
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②。对此，鲁迅力辨其非：“我以为应当说：作
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
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
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
‘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Ｑ
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③可见，鲁迅所谓的“统一战线”主要还是政治层面上的，对于文
艺层面上的“统一战线”，他是有保留意见的。鲁迅之所以坚持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
取代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就是不能忍受周扬们以“国防”统领文学、“文学”即“政治”决定
“文艺”的企图。可以说，鲁迅与周扬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为了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所进行的
“护法”之战④。但毛泽东在这里却与周扬在思想逻辑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毛泽东虽然也谈到了
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但他把“独立性”进行了概念偷换，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
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就与鲁迅的“文学独立性”完全不同了。这也就是说，鲁迅所理解
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是文学上的“创作自由”，而毛泽东却理解成了“政治独立性”或“政治立
场”。毛泽东和鲁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的文艺政策的理解上，看似一致，实际上是“同构而
异质”的。但令人玩味的是，毛泽东竟然在这次讲话中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话语加诸鲁迅：“在统一
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
方向。”⑤

第二篇文献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毛泽东致周扬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毛泽东看了周扬《对旧形式
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的送审稿后写的。周扬的文章是针对当时“民族形式”讨论中的一些
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的。文章原稿是密密麻麻的十一页油印稿，毛在上面批改和批注了几十处，只
有一页没有改动。此文后来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当然是按毛修改后的稿子排印
的。由于特殊的历史缘由，毛泽东这封信一直没有问世。直到２００２年，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新版的
《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这封信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

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有）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
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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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３１－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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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宜说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
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
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
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
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
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
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
当，还请斟酌。

作文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①

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其中牵涉到了鲁迅。信中首先
从对于“老中国”的认定入手，认为“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
宜说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
然”，这就彻底颠覆了“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文化观。“老中国”的提法最早见于“五四”时期。如
方璧（沈雁冰）在《鲁迅论》一文中，就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除几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
猫》、《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其中还对“老中国”作了
特别的说明：“我说是‘老中国’，并不含有‘已经过去’的意思，照理这是应该被剩留在后面而成为‘过
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国很难讲，所以《呐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
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②周扬文中的“老中国”的提法，沿用的还是“五四”时代
流行的启蒙主义现代性的话语，隐含着的是对于包括农村在内的传统中国的批判性指向。据整理过
毛泽东这份修改稿的龚育之先生记载，毛泽东对周扬文中“老中国”的提法显然是不满意的，而且还
作了修改：

　　最重要的修改，是改掉了原稿中多处“老中国”的提法，改为“自己的中国”、“自己民族自己
国家’，或者划去“老”字，并在旁边批道：“不但老中国，而且新中国”，原稿中还有一句：“在它（新
文艺）眼前的是旧的人民，他们旧的生活，旧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旧的观念见解、风习、语言、趣
味、信仰……”毛在旁边批道：“单拿一个旧字来表现一切，不妥，也与你在前面说道的中国已有
新的社会因素不合，抗战这事完全是新的。”大概仍然意犹未尽，所以在信中又做了那样一番
发挥。③

这样一改，农村、农民这些在“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中被视为传统性存在的“老中国”的内
涵，完全被颠倒过来了：农民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农村是“新中国”的典范。因为“农民基本上是
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是如
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这就是说，一切“民主斗
争”、“民主主义的内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全都是农民斗争，所以，只有农
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主力。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笔下，“农民革命”被披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

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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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上述的理论前提，毛泽东才在给周扬的信中指出了鲁迅的“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
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这也就是说，鲁迅通过阿Ｑ这个人物，仅仅揭示
其身上的“国民的劣根性”或“精神奴役的创伤”是不够的。在毛泽东心目中，像阿Ｑ这样的农民一定
是中国革命所倚重的对象，是革命动力和主力，不但不该被批判，而且还要在革命斗争中积极健康地
成长起来，成为未来“新中国”的主人。显然，毛泽东是从政治家或革命家的立场去要求鲁迅的。但
问题在于，鲁迅首先是小说家，他在作品中岂止是“忽略”了阿Ｑ之流的农民“英勇斗争、反抗地主”的
一面，而且还对“阿Ｑ式”的革命做了整体性的否定！他在《阿Ｑ正传》中，不但没有让阿Ｑ在革命队
伍中健康成长起来，而且还在最后把他给“枪毙”了。鲁迅让阿Ｑ早早死去，实际上是在“鸣枪示警”。
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应该是“阿Ｑ式”的以暴易暴的革命，这样的历史循环该结束了。鲁迅如此描
写和“处理”阿Ｑ，既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杰出的才能，更凸显了他作
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惊人的预见力。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农民问题的认
识上，竟然有如此大的“歧途”！
毛泽东致周扬的这封信还暗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毛为正在构思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曾不止一次地与周扬交换意见。如果说毛泽东
在致周扬的信中的“鲁迅论”还只是雏形的话，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的“鲁迅观”基本
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融化到了他的宏大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了。两个月之后，也就是１９４０
年１月９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
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５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刊登了该演讲稿。同年２
月２０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９８、９９期合刊登载此文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如果说，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的《论鲁迅》中所强调的还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的话，那么到了１９４０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要凸显的还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请看下面他这
个关于鲁迅的著名的论断：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
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
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
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自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处于“敲边鼓”的边缘地位的鲁迅，在毛泽东的

话语中顿时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问题在于，鲁迅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呢？
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来阅读，就会见出，毛泽东话语中的这个“文化革命”，并不包括我们一般所理解
的从１９１５至１９１８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指的是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开始至１９４０年这一阶
段的“文化革命”：“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
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
伟大的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才是最重要的，才可能是“这个文化新
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显而易见，毛泽东屏蔽的是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而凸显的是作
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鲁迅的理解，是完全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

立场出发而对鲁迅进行评说的。毛泽东视域中的“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的“鲁迅的真精神”，
即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
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鲁迅”。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
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
所指出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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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是“鲁迅”？

由上所述，毛泽东与鲁迅在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和冲突，显示出的是他
们二者在文艺和政治上的“歧途”。既然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跑的是两股道上的车，为什么历
史要把他们二者拉到一起，成为二而一的整体呢？或者说，既然他们在诸多问题上有根本性的歧异，

那为什么毛泽东还是如此重视并高度评价鲁迅，以至于把他送上“神坛”，成为“旗手”，让他代表着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

首先，毛泽东之关注鲁迅，是与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战略息息相关的。早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
日，他就在陕北保安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进行中国革命的“文武之道”：
“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
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
的去迫他停止内战。”“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①后来，毛泽东的
“文武之道”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演化为“两个围剿”的理论，即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
化围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变化为“两个总司令”的称呼，即我们有两个总司令，一
个是朱（德）总司令”，一个是“鲁（迅）总司令”。

毛泽东这一“文武兼备”的革命战略，得之于他早年的宋明理学的训练。早年毛泽东曾从杨昌济
等那里接受了系统的宋明理学的传统教育，宋明理学“内圣外王合一”的思想，曾经是青年毛泽东仰
止景从的道德理想。这在他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至１２月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

中随处可以见出：

　　十一月十五日，修身：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
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十一月二十三日，修身：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者）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者）如孔
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②

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代表是曾国藩。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他坦言：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何以哉？这是因为曾国藩能集豪杰和圣贤
于一身，内圣外王，君师合一。在毛泽东看来，欲救天下之难，“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
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
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大本大源。”何谓“大本大源”？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申说道：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
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
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
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
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蠹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这也就是说，洞悉宇宙之真理，既有内省之明，又有外观之识，方能“动人心”。获取人心，当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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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只有内圣，方能外王。“圣人，既得大本者也。”①可见，“得其大本”的关键是“动天下之心”，而“动
天下之心”，思想是其根本。中国革命，仅仅靠武力夺取江山是不够的，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文
武兼备，相得益彰。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由保安
迁驻延安，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延安时代”。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给毛泽东寻求
“文武兼备”革命方略、建立“大本大源”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这时的毛泽东虽已是中
共在军事上的统帅，但在政治思想上还没有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在党内，理论上的优势和资源，还掌
握在以张闻天、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留苏派”手里。他们有人曾为此对毛泽东提出了种种讥讽和
责难，甚至还给他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还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等。为此，毛泽东
深受刺激。后来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件事时曾这样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１９８６年出
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好几封信都有他在延安读书的记载②。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
注集》共收录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１１种，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就达９种。１９３８年２月１日至４月

１日，毛泽东还破例写开了《读书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自己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战
争论》等著作的情景。而毛泽东深入地阅读鲁迅著作，也是在这一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刻苦攻读的同时，也在构想着重整山河的文韬武略。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与

国民党等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势已经形成。如何认识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如何制
定中国革命的策略，尤其是在抗战救国形势下的革命策略？抗战胜利后的“新中国”将是什么样子？
如何在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形势下实现共产党的理想，即建设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
斗？……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亟待中国共产党给予回答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为此，抗战初期的毛泽
东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系统的思考。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到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对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判断，再到１９４０年１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争取革命
领导权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可以见出毛泽东在理论上探求“大本大源”的救国之术的思想轨迹。
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自然是理论建构的重中之重。如何总结、利用并
汲取现代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系，就成了毛泽东试图寻求并亟待解决的理
论文化问题。这时，鲁迅进入到了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发现并选择鲁迅，并以之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近几年来使鲁迅颇受一些自由

主义者的诟病。他们曾这样发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
用，唯独鲁迅能”？“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言外之意就是说，“鲁迅思想的短板”被
毛泽东“利用”，最后竟至于“最硬的骨头成为打人的棍子”。而“鲁迅思想的短板”在这些论者看来，
就是鲁迅曾经坦言过的“个人的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而这个“无政府主义”，与毛泽东作为革
命家的“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斗争哲学有心心相印之处，这样，毛泽东和鲁迅，就成了精神上的一
体之两面，或者说，鲁迅就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③。我们且不论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他的思
想的矛盾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并不是这位论者所谓的“个人的
无治主义”，更不想过多地纠缠于鲁迅在思想层面上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是否一定就等于政治上的
“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一问题的辨析上。在这里笔者更想着重强调的是，毛泽东看中鲁迅，首先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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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学勤：《鲁迅思想的短板》，《南方周末》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李劼：《鲁迅：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见《枭雄与士林———

２０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香港：晨钟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３页。



中了鲁迅这把“刀子”，如同他利用斯大林那把“刀子”一样。人利用刀子，是看中了刀子的锋利。这
一点，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在《论鲁迅》中，他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
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

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
画家。”但问题在于，同样是用刀子，但用处和用法各有不同。毛泽东看中鲁迅的，是他的“政治的远
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里，“政治的远见”实际上就是后来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所强调的“立场问题”；“斗争精神”后来在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发展成为“硬骨头精神”；“牺
牲精神”在“讲话”中被演化成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子牛精神”。三者相加，不正是一个“共
产主义者的鲁迅”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才是毛泽东所着重强调的。通过对鲁迅的修饰和限
定，鲁迅这把“刀子”已经变成了毛泽东手里的利器，已经与真正的鲁迅相去甚远了。这也就是说，毛
泽东和鲁迅，并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整体，而是两个不同质的精神存在。前面我
们已经论及，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的看法和主张，不但完全不同，而且恰好相反。看不到
鲁迅在历史上这一被重新“阐释”和“改造”的过程，而把他们视为一体而大加挞伐，其实是一种非历
史的短视态度，这才真正是自己“思想的短板”。

当然，我们说毛泽东与鲁迅是两个不同质的精神存在，并不等于说他们两个在所有问题上都是
对立，都存在着“歧途”。否则，毛泽东所说的“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

这句话就成了不实之论。这里必须申明的是，毛泽东之所以“爱读鲁迅的书”，并“与鲁迅的心息息相
通”，是鲁迅著作中那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斗争精神”、“硬骨头精神”，尤其是其中对于现实世界痛
苦而绝望的体验及反抗，一定在一心推翻旧世界的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和激赏。毛
泽东之“爱读鲁迅的书”，其心理基础即在于此。这是毛泽东“发现”鲁迅的另一个重要的缘由。但需
要指出的是，同样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鲁迅与毛泽东的出发点却不同。鲁迅对现实世界有“恨”，但
他是由“爱”而“恨”的，其出发点是仁爱的立场。他说：“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①所以他的“个人
的无治主义”之中又夹杂着“人道主义”，所以他对阿Ｑ等农民的态度才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毛泽东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主要是恨，仇恨，仇恨导致反抗，而反抗的结果就是让对手臣服，打翻对
手，再踏上一只脚。而他在《论鲁迅》中所阐发的那个具有“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的“鲁迅精神”，就是这样一个红色的战神。强烈的复仇和反抗意识，使毛泽东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
家和政治家，这与那个信奉“创作总根于爱”的鲁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毛泽东“发现”鲁迅并把鲁迅树为“旗手”，还有一个策略上的考虑。那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化
思想上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鲁迅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的“文豪”地位，他作为左翼文坛
盟主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他去世后以“民族魂”的形象在民众中所赢得的精神领袖
的地位，这时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之后的“感言”概括得最为准
确。他说：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
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
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②

而鲁迅这种超越阶级、政党甚至时代的“民族魂”地位，在抗日战争这一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特
殊时期，其所起到的凝聚人心的精神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
那一段著名的“三家”、“五最”论已经指明，此不赘言。那么，如何借重鲁迅这一精神资源并“为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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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５３２页。

郁达夫：《怀鲁迅》，上海《文学》月刊第七卷第五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日，收入刘运峰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９９页。



用”呢？对此，“七月派”诗人牛汉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深中肯綮的看法，他说：“毛泽东１９４２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树鲁迅为旗手（按：应为《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情况，冯雪峰深深
知道内情。１９３４年他当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时和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经常在一起散
步聊天。１９４２年整风后，延安文艺思想一致了，但国统区、大后方文艺界、文化界对共产党、对毛泽
东及其思想还不了解。要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还只能是鲁迅。”①牛汉先生晚年
曾与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中介人———冯雪峰有过比较深的接触。冯雪峰许多“心里话”，曾经向他倾
诉过。牛汉先生的这段话，其实也是冯雪峰的看法。冯雪峰的弦外之音在于，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
理解鲁迅，他树鲁迅为新文化的“旗手”，是为了“统一思想”而施行的政治谋略。也就是说，“神道”是
为了“设教”，“借尸”是为了“还魂”，“鲁迅”这面大旗其实并不重要，关键还在于掌控这面旗帜的人，

即掌控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权。而通过１９３７年的《论鲁迅》、１９３８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１９３９年给周扬的信，１９４０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１９４２年的“讲话”等文章，尤其是通过延安整风对
“讲话”精神的贯彻和执行，毛泽东完全掌控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权，以毛氏的思维和话语，彻底
完成了对鲁迅的精心“打扮”和“改造”。在毛氏话语下的“鲁迅”，已经不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笔下那个
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价值核心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
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鲁迅”，或者说在许多人心目中那个“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的鲁迅先生，在毛泽东笔下已经沦为“听将令”的“驯服工具”或“共产主义战士”了。通过对
“鲁迅”的全新阐释，毛泽东完全实现了对鲁迅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面掌控，为他在思想上统
一全党乃至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对于鲁迅所采用的这一“神道设教”或“借尸还魂”的文化策略，当时及之后多年来却并不
为人所知悉。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毛泽东是鲁迅当然的“知音”或“护法者”，否则，怎么能在《论鲁
迅》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鲁迅那么崇高的评价呢？“毛鲁一体”，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
实或真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发生解放初在江青与胡风之间的那场冲突。据蓝棣之先生在一篇
文章中透露：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
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
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②。其实胡风这里并不是执意要与江青或毛泽东作对，而
是他认为“毛鲁一体”才说出了上述的话。解放初的胡风对毛泽东是无限崇拜的，这一点可由其长诗
《时间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热情歌颂来作证。但通过这场冲突，胡风无意间却触及到了毛泽东心灵的
最柔软处，或者说他无意间窥探到了毛泽东心灵的最隐秘处，这就为他后来被毛泽东“钦定”为“反革
命集团”的首犯种下了祸根。鲁迅晚年有一篇名文曰《隔膜》，说的是历史上许多不谙世故的文人与
圣上之间在心灵上的“隔膜”，而由他最亲密的弟子而生发的“胡风反革命案”，则为其导师的一代名
文做了最新的注脚。

胡风上述的“鲁莽”行为固然是由于他自己的“天真”即“不懂历史”之故，但胡风的认识水平在那
个时代却是普遍存在的。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给周扬的那封信中对鲁
迅的“微词”，人们还没有机会看到。但更为深层的缘由则是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党还在大力吸引并争取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以“鲁迅”的正义形象相号召，其魅力和效果显然是不
言而喻的。等到１９４９年以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清剿”运动即在全国全面地铺展开
来。先是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接着便是文艺界“五大战役”的打响：１９５１年对电影《武训
传》的批判；１９５４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１９５５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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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６页。

蓝棣之：《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什么样》，见何梦觉编：《人与神：鲁迅档案》，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２１６页。不知蓝棣之先生透露的这份文献所据何在及具体详情如何，如果属实，这当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



剿；１９５７年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右派集团”的清理；１９５８年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在这一桩接一桩的对于知识分子自由倾向的“清洗”中，鲁迅生前最亲密的战友或“弟子”如胡
风、萧军、丁玲、冯雪峰、黄源、聂绀弩等无一幸免，几乎是全军覆没。而鲁迅生前的论敌，被他斥为
“奴隶总管”的“四条汉子”之首周扬，正是上述这“五大战役”的实施者和总指挥。而发生于１９５７年７
月７日的“毛罗对话”，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
中透露：

　　１９５７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
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
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
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
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
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
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
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①

毛泽东爽快的回答，解决了许多人“口欲言而嗫嚅”的疑问，同时也为他自己亲自发动的“五大战
役”的初衷作了最好的归纳。不是吗？鲁迅晚年的两大弟子胡风和冯雪峰，正在替自己的老师受过：
一个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里继续写作，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识大体不做声了。历史真的被毛
泽东言中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在精神或价值的深处并不是通常所谓的“相得”或“相通”的关系，
而是存在着根本性的“隔膜”和“冲突”，即“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
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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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０－３７１页。按：周海婴披露的这一段“毛罗对话”，后经几位
当事人的证实，已经不是“孤证”，而是历史的“铁证”。但其中仍有一些历史细节问题需要补充和纠正：第一，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７月７日
与罗稷南等会面并不是“要请几位老乡聊聊”，而是正式会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而出席的代表名单中并无周谷城；第二，罗稷南并非
湖南人，而是云南顺宁（今凤庆）县人；第三，罗稷南听后并没有“惊出一声冷汗，不敢再做声”，且“对谁也不透露”，还是在晚年乘隙透
露给了有关人员。详情见《解放日报》、《文汇报》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１日的有关报道；何圣谟：《“孤证”提供人
的补正———对周海婴先生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若干补正》，《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５日；陈焜：《关于毛泽东
答罗稷南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北京观察》２００２年第３期；黄宗英：《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５日。


